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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组织自尊的中介作

用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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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广东 肇庆 52600）
摘要：

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到全国各地共 504名

员工的有效数据，运用 SPSS 26.0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探讨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

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组织自尊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不仅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与组织自尊之间的关系，还增强了组织自尊在

包容型领导与创新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包容型

领导通过提升员工组织自尊促进创新的内在心理路径，并强调了内部人身份感知在其中的强化作

用，为组织激发员工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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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动态竞争的市场背景下，创新能力构成了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动力源。员工作为推进企业

创新的重要力量，其创新行为对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诸多情境因素中，领导风格显著影

响员工的创新表现。包容型领导作为一种新兴的领导模式，注重尊重个体差异、倡导平等对话、

倾听员工声音并支持其职业发展，因而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该领导方式有助于构建开

放、信任与支持型组织氛围，但其对员工创新行为内在作用机制的研究仍待深化。基于个体心理

视角，本研究引入组织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并纳入内部人身份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通过该模型，旨在系统阐释包容型领导如何通过增强员工组织自尊以激发创新行

为，并考察内部人身份感知在此路径中的强化作用，从而拓展相关理论视野，并为组织提升创新

管理水平提供实践启示。

2．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包容型领导

包容型领导作为一种注重人际互动的领导风格，其包容与接纳错误的特质有助于构建和谐的

上下级关系，进而激发员工的感恩心理，促使他们主动优化行为，并为组织作出积极贡献。研究

表明，在个体层面，包容型领导能够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劳动情绪、组织支持感及工作繁荣

感（倪渊，2021；方阳春，2022），同时增强工作满意度和工匠精神（李群，2021）。在行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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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多位学者如何奎（2021）、陈耘（2021）与苏屹（2021）均指出，该类领导方式可有效促进

员工创新行为；陈慧（2021）与齐蕾（2019）则发现其有助于推动员工积极建言；张光磊（2021）

和陈晓暾（2020）进一步提出，包容型领导能够激发组织公民行为、主动行为及前瞻行为。

在组织层面，马跃如等（2020）通过实证分析证实，包容型领导有助于提升团队工作绩效；

钟竞（2018）的研究也表明，该类领导可增强团队动力、凝聚力和成员参与度，并推动团队创新。

此外，包容型领导还有利于塑造积极的组织氛围，提升组织活力与适应性，从而推动整体创新与

发展。陈慧等（2021）研究指出，包容型领导可通过营造团队心理安全感促进员工建言，使团队

能够采纳并实践有价值意见，最终提升团队创造力。唐娅婷等（2021）也提出，该类领导能够有

效提高下属的主动性。

包容型领导主要包括三个特征：开放包容、支持可用和易于接触，具体表现为愿意听取新观

点、主动提供支持与资源，以及保持可接近的领导风格。通过建立公平、互相尊重和包容性强的

工作环境，该类领导能够满足员工在社会交换方面的需求（Blau, 1964）。当员工感知到来自领导

的信任、授权、对错误的宽容以及贡献的认同时，基于互惠原则，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以积极态度

和行为回报组织与领导者（Carmeli et al., 2010）。因此本研究提出：

H1：包容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2.2. 组织自尊

有关组织自尊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Pierce et al.（1989）所提出，他一开始是在“自我”和“自尊”

两词的基础上，将组织自尊这一概念引入组织行为学当中。他认为组织自尊是个体在组织中的对

自我存在价值的感知体现，指的是个体在组织里所感受到的自尊水平。组织自尊高的员工会感知

到自己对于组织而言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因此，组织自尊可以很好的反映出员工在

组织中对自我的认可程度，是一个很好的对自我重要性的评判标准。同时，国内也有学者在中国

的文化背景下对组织自尊进行了新的定义。如潘孝富等（2012）学者认为组织的员工会因为自己

身为组织中的一员受到尊重而感到自豪与有价值。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包容型领导通过公平对待、信任授权、支持鼓励等行为，显著提升员工

的组织自尊。根据自我一致性理论，高组织自尊的员工为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会更自信地承担

风险、迎接挑战，展现出更多创新行为，比如提出并实施新想法。因此本研究提出：

H2：包容型领导正向影响组织自尊。

H3：组织自尊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H4：组织自尊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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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部人身份感知

内部人身份感知指员工感知到自己是组织“内部成员”的程度，反映其归属感和认同感

（Masterson & Stamper, 2002; Chen & Aryee, 2007）。对于高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而言，他们内

心可以清晰地感到自己于组织而言是被接受且重要的，因此他们对组织的归属感和亲密度是非常

高的；相反，对于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而言，他们的内心感受不到组织对其的认可，因此他

们对组织的心理归属感是非常低的。在Masterson & Stamper（2002）研究中还结合了社会交换理

论对内部人身份感知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当组织在工作中表现出对员工的尊重、理解与认可后，

员工会拥有更高的内部人身份感知，那么根据利益交换这一概念，员工所感受到的认可度越高，

他们就会做出更积极的行为来回馈给组织。因此本研究提出：

H5：内部人身份感知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与组织自尊之间的关系（即当内部人身份感知高时，

包容型领导对组织自尊的正向影响更强）。

2.4. 创新行为

在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学者对“创新”这一概念存在多种界定与理解。Scott & Bruce（1994）较

早对创新氛围进行了阶段划分，认为其包括员工产生创新构想、寻求支持以推动该想法，以及最

终将创新应用于实践这三个步骤。随后，Kleysen & Street（2001）提出，创新性行为应指那些对

组织有利、且被员工实际采纳并应用于自身工作的新型做法。Yuan & Woodman（2010）则强调，

创新性行为涵盖员工将新的想法、产品或流程真正落实于工作实践之中。在国内研究中，姚艳虹

与韩树强（2013）认为，该行为是员工识别工作中新颖且有益的构想，并将其转化为实际应用的

过程。尹俊、王辉与黄鸣鹏（2017）进一步指出，创新性行为涵盖从新想法的萌生到最终在实践

中实现的完整过程。尽管上述定义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均认同创新性行为本质上是一个从

创意产生到实践落地的动态过程，不同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各有侧重的分析与阐释。

2.5. 整合模型与有调节的中介

基于上述理论和变量关系，本研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组织自尊是包容型领导影响创新行为的关键心理中介机制。而内部人身份感知调节了包容型

领导对组织自尊的影响（H5），进而也调节了组织自尊所中介的包容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

应。高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员工更倾向于将包容型领导的行为解读为对其价值的认可，从而更显著

地提升其组织自尊及后续的创新行为；反之，低内部人身份感知会削弱这一路径。因此本研究提

出：

H6：内部人身份感知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通过组织自尊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即当

内部人身份感知高时，该间接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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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本次研究调查采用线上和线下共同发放问卷的两种形式进行，用时共计两个月。为降低同源

偏差，问卷发放采用分阶段发放的形式，共分为三次下发，每次发放的时间间隔为两周以上，最

终通过问卷中所填写的手机号后 5位进行问卷匹配。问卷最终匹配回 552份，在删除了数值缺失、

无法匹配以及根据反向题排除了乱填问卷后，总计回收到了 504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1.3%。

问卷设计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测量工具均来自成熟量表。1. 包容型领导 ：参考 Carmeli et

al. (2010) 的 9题量表 (α = 0.931)；2、组织自尊：参考 Pierce et al. (1989) 的 10题量表 (α = 0.937)；

3、内部人身份感知： 参考 Stamper & Masterson (2002) 的 6题量表（含反向题）(α = 0.858)；4、

创新行为：参考 Ng & Lucianetti (2015) 的 9题量表 (α = 0.931)。

在对各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后发现，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显示四因子模型（IL, OBSE, PIS,

IB）拟合最优 （χ²/df=1.405, TLI=0.978, NFI=0.934, IFI=0.980, CFI=0.980，RMSEA=0.028），显

著优于其他合并模型，区分效度良好。各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85，信度良好。

本研究使用了 SPSS 26.0的层级回归分析及 Bootstrap检验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路径分析结

果如下表 1所示。（1）包容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行为 (β=0.297, p<0.001)，支持 H1；（2）

包容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组织自尊 (β=0.269, p<0.001)，支持 H2；（3）组织自尊显著正向影响创

新行为 (β=0.396, p<0.001)，支持 H3；（4）在加入组织自尊后，包容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直接影

响依然显著但减弱 (β从 0.297降至 0.206, p<0.001)，组织自尊效应显著 (β=0.338, p<0.001)，表明

部分中介，支持 H4；（5）包容型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交互项对组织自尊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093, p<0.05)。同时，从图 2的调节效应图的斜率表明，当内部人身份感知高时，包容型领导

对组织自尊的正向影响更强（斜率更陡峭），支持 H5；（6）最后是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由

表 3的 Bootstrap检验显示，在内部人身份感知高水平 (M+1SD) 时，组织自尊的中介效应

(Effect=0.0877, 95% CI [0.0456, 0.1358]) 显著强于其均值水平 (Effect=0.0575, 95% CI [0.0263,

H2

H4

H3

H6

包容型领导

内部人身份感知

组织自尊

创新行为

H5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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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0]) 和低水平 (M-1SD) (Effect=0.0273, 95% CI [-0.0121, 0.0685])。调节中介效应指数显著

(Effect=0.0326, 95% CI [0.0059, 0.0637])，支持 H6。

表 1 研究路径分析结果

注：n=504，*** p<0.001；** p<0.01；* p<0.05

图 2 调节效应图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内部人身份感知 Effect BootSE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M-1SD= -.9265 .0273 .0204 -.0121 .0685

M= .0000 .0575 .0171 .0263 .093

M+1SD= .9265 .0877 .0232 .0456 .1358

有调节的中介 .0326 .0147 .0059 .0637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实证检验了包容型领导通过组织自尊影响员工

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以及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 包容型领导直接正向促进员工创新行为

2 包容型领导通过提升员工的组织自尊间接促进创新行为（组织自尊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与组织自尊的关系（高内部人身份感知强化

该关系）

4 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组织自尊→创新行为”这一中介路径（高

内部人身份感知强化该间接效应）

路径 Beta P值

包容型领导→创新行为 0.297 0.000（***）

包容型领导→组织自尊 0.269 0.000（***）

组织自尊→创新行为 0.338 0.000（***）

包容型领导→组织自尊→创新行为 0.206 0.000（***）

包容型领导*内部人身份感知→组织自尊 0.093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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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启示

4.2.1. 培养包容型领导风格。组织应选拔和培养具有开放性、可用性和易接近性的领导者，

鼓励其尊重差异、倾听意见、信任授权、公平对待员工、包容试错并认可贡献。

4.2.2. 关注并提升员工组织自尊。营造公平、支持的组织文化和氛围。明确员工的角色价值

和贡献，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通道和成长机会；实施公正的认可和奖励制度。

4.2.3. 增强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积极采纳员工建议，肯定其贡献；加强组织沟通，使员工

了解组织目标和发展，增强归属感；营造包容、尊重的团队氛围，促进员工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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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based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Yiyan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self consistency theory, and collected effective
data from 504 employees across the country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SPSS 26.0 and other software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influences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partially mediates between the two; Insider identity
perception not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but also enhanc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revealing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pathway through which inclusive leadership promotes innovation by enhancing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self-esteem, and emphasizing the reinforcing role of internal identity percep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to stimulate employee innovation.
Keywords: Inclusive leadership; Innovative behavior; Organizational-based Self-esteem;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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